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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Byrnes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和理论, 通过对近  1000 多名大学生和成人学生被试的研究, 确定

中国人批判性思维的结构, 并编制相应的测量工具。首先, 通过对  40 名被试的访谈, 建立一个用于衡量批判

性思维的题库。然后, 对  284 名大学生被试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得到中国人批判性思维的  3 个维度: 

批判性分析技能、对批判的开放性和运用批判性。接下来, 对  168 名被试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证实

三维模型的理论契合性。最后, 通过对  586 名被试的数据分析, 进一步验证所编制的中国人批判性思维量表

的信度与效度。这一工具的确认表明, 中国人与西方人具有类似的批判性思维, 这一结论对未来相关领域的

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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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Byrnes’ definition and theory of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approximately 1000 

college and adult subjects, the authors have determined the structure of crit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people and 

compiled the corresponding scale. In order to verify Byrnes’s theory of critical thinking structure, the authors first 

interviewed 40 subjects and generated a question bank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Then, a preliminary scale 

was compiled. Second, a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data of 284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hinese critical thinking — analytic ability, open-minded to criticism, and effort to use critical 

thinking, were obtained. Third, the authors conducted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the data of 168 subjects, 

which confirmed the fit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Finally, the data of 586 subjects were analyzed to further 

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cale to measure the crit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people conform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of Byrnes and colleagues. This scal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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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1.1 批判性思维的内涵 

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源于古希腊, 在希腊语中

的词根为  kriticos 和  kriterion, 前者代表恰当的判断, 

后者代表标准, 批判性就是建立在某种标准上的恰 

当判断。心理学家将其视为一种认知技能, 这种技

能涉及信息提取、推理和演绎等[1], Ennis[2–3]就将它

作为一种认知技能来测量。也有研究者将信念、思

维方式和心智倾向等融入批判性思维概念中 [4–5], 

如  Halpern[6]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分析、整合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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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这些能力的倾向, Paul 等 [7]

把它定义为基于良好判断 , 使用恰当的评估标准 , 

对事物的价值进行评估和思考。在他们看来, 批判

性思维不仅反映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的一种思维倾向

和能力, 而且是思考和评估的合理标准。以这些概

念为基础, Byrnes 等[8]认为完整的批判性思维包括 3

个方面: 1) 批判性分析能力, 指有条理地收集和分

析与问题相关的背景信息, 并对问题的真实性进行

评估; 2) 思维开放性, 指对问题持开放的态度, 信

息的收集与分析不局限于自己固有的观点; 3) 运用

批判性思维的倾向性, 指运用批判性思维时, 个体

需要付出努力 , 代表个体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意愿。

这一理论成为后来许多研究的基础。本研究就以该

理论为依据, 旨在探讨中国人的批判性思维是否也

符合这一结构。 

1.2 批判性思维的历史渊源 
古希腊的“智者”教别人如何通过发现对方的矛

盾并解决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实践是最早的批判

性思维。巴门尼德认为真理来自理性, 意见来自感

官, 通过感官获得的意见不可靠, 唯有通过理性获

得到真理才能抵达事物本质 [9]。进一步地, 苏格拉

底除了认识到理性在辩论中的作用外, 还看到否定

和困惑在新思维产生中的积极作用。他将知识的获

取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 , 并通过问答法来实现。

这种方法要求对话双方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 一方

通过层层追问使对方陷入矛盾, 并最终通过理性思

考, 澄清对问题的看法[10]。后来, 培根[11]提出引发

人类认识错误的  4 种假象: 种族假象指人们在认识

事物时把个人的情感和意志强加到客观环境中, 从

而歪曲事实的真相; 洞穴假象指人们受教育和经验

等因素的局限, 在解决问题时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

面目; 市场假象指人们利用抽象的语言来传播根本

不存在的东西; 剧场假象指人盲目地轻信权威教条, 

使自己的思想被束缚。他认为要克服这些认知偏

差, 就需要有批判性思维。 

笛卡尔[12]认为, 人类的很多知识都构建在错误

的基础上, 追求真理最好的方法就是对现有的观念

和认知加以怀疑。他的怀疑论确立了批判性思维的

怀疑形态, 并影响了康德和黑格尔。康德[13]通过对

人的认知能力、认知的可能性和自我意识进行批

判, 不仅拓宽了批判性思维的范围, 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确立了批判精神的地位。黑格尔进一步提出反 

思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指出人们在刚刚认知事物时

具有片面性, 随着对事物的了解才逐渐完善, 完善

过程中反思是主要工具, 真理必须经历否定之否定

的过程 [14]。杜威 [15]在《我们如何思维》中将批判

性思维称为反省思维——积极、持续、细致地思考

问题或假定, 洞悉支持它们的理由以及进一步做结

论的思维过程。他反对经验和权威对人的束缚, 提

倡在学校教育中通过培养学生的反省思维促进创新

和社会进步。 

1.3 对批判性思维的测量 
近  20 年来, 心理学家开发出一系列测量批判性

思维的工具 [16–19]。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3  类 : 一是

Facione[20–21]编制的《加州批判性思维技能测验》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 CCTST) 

和 《 加 州 批 判 性 思 维 倾 向 问 卷 》 (The California 

Critical Dispositions Inventory, CCTDI)。前者以美

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在  1990 年 确 认 的 批 判 性 思 维 理 论 为 基 础 , 包 括

34 个项目, 分为分析、评价、推理、归纳推理和演

绎推理  5 个子量表, 主要用于高中生和大学生。后

者则将批判性思维看成人格倾向 , 包含寻求真理、

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性、好询问性和

成熟性等, 该量表广泛用于大学生和高年级的中学

生[22]。第二类是 Ennis 等[23]编制的《康奈尔批判性

思维测验》(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 主要针

对中学生和小学生, 考察认知技能的发展。第三类

是 Watson 等 [24]的《华生–格拉泽批判性思维评估

表》(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用

于对青少年和成年人批判性思维的评估。 
国内目前使用较多是罗清旭等 [22]修订的《加

州批判性思维技能测验—— 中国版》(CCTST)，但

该测验编制较早, 不能体现新的研究对批判性思维

内涵的补充 [6,25–26]。我们认为批判性思维不仅要测

量人格倾向, 也应该测量个体对批判性技能的使用

意愿 [27], 而  CCTDI 和  CCTST 把批判性思维的倾向

和技能分开测量, 显然不能反映批判性思维的整体

性。诸多研究发现, 不同情景下  CCTDI 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波动大 , 一些研究中内部一致性系数低于

0.7[28–31], 人们对这一工具在不同背景下的可靠性

产生怀疑[16]。因此, 结合当前批判性思维领域的研

究与理论成果, 验证中国人批判性思维是否与西方

人类似, 并编制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情境的批判性

思维测量工具, 有助于国内研究者对批判性思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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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1.4 本研究设想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编制能够有效地衡量中国

人批判性思维的工具, 并对这一工具的有效性进行

确认。为了保持概念内涵的一致性, 我们以  Byrnes  

等 [8]的理论为基础, 结合当代中国人对批判性思维

的理解, 采用心理学常用的构建量表的方法, 包括

撰写初步条目、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和信效度检验等步骤。 

2 批判性思维量表的题目撰写 

Byrnes 等 [8]的整合批判性思维理论认为, 批判

性思维由批判性分析能力、思维开放性和运用批判

性思维的倾向性构成。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 参考

Farh 等[32]收集原始项目的归纳法。第一步, 从批判

性思维理论框架的  3 个维度入手, 用开放式提问的

方式, 收集对这些维度行为表现的描述。例如, 思

维开放性维度收集到的描述包括: 愿意听取别人不

同的观点并进行进一步思考、思考解决问题的多种

可能性以及别人愿意跟我交流对事情的看法等。我

们通过对  20 名在校大学生和  20 名社会人士的访谈, 

一直到没有新的题目出现为止, 最终得到一个由  32

个题目组成的“项目池”。第二步, 由  3 名心理学研

究生对项目池中的题目加以筛选 , 采用  3 个原则 : 

明显与批判性思维概念不符的题目, 经  3 位研究者

一致同意后删去; 有争议的题目暂时保留; 明显重

复的题目只保留一个。第三步, 由两名心理学教授

对题目做审定, 一致同意的题目得以保留。通过上

述步骤得到  23 个题目。问卷采用  7 点 Likert 量表计

分 , 从 “完 全 不 同 意 ”到 “完 全 同 意 ”, 对 应 计 分为

1~7, 分数越高, 表明个体批判性思维得分越高。 

3 探索性因素分析 
3.1 被试 

被试为山东和河北两所大学的学生, 以班级为

单位填写批判性思维初步问卷, 共回收  284 份有效

问卷。其中男生  102 名 , 女生  182 名 , 平均年龄为

19.69 岁(SD=1.09)。 

3.2 结果 
对  23 个 条 目 进 行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 KMO = 

0.776, Bartlett 球形检验统计量显著(p<0.001), 可以

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分析 , 

斜交旋转 ,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有  6 个 , 解释总体

方差的  41.204%。结合碎石图拐点及问卷理论架构, 

抽取  3 个因子做主成分分析。首先, 因素提取数设

定为  3, 重复上述因素分析步骤。然后 , 按照因子

载荷绝对值大于  0.4 且条目在两个因子上载荷的绝

对值之差大于  0.20 以及按题目均值分组后的高低两

组均值有显著区分度这两条原则 , 删除第  2, 8, 9, 

11, 12, 19 题, 剩余  17 个条目。对这  17 个条目再进

行三因素分析, 各条目在对应因素上的载荷均大于

0.40, 3 个因素共解释了总体方差  39.049%的变异。

3 个因素描述如下, 因子载荷列于表  1。 

因素  1 (F1) 批判性分析技能(简称技能)。主

要衡量个体有条理地收集并分析问题相关背景信息

以及对其真实性进行评估的技能 , 包含  8 个题目 , 

解释了  21.79%的总体方差。得分越高, 表示批判性

能力越强。 

因素  2 (F2) 对批判的开放性(简称开放)。主

要衡量个体收集与分析问题时对自己观点的固执 , 

包含  5 个题目 , 解释了  9.52%的总体方差。为了与

以往的理论保持一致, 这  5 个题目均采用反向计分, 

得分越低说明这个人越固执, 缺乏批判性思维, 得

分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做批判性思考。 

因素  3 (F3) 运用批判性(简称运用)。衡量个

体运用批判性思维时的具体做法 , 包含  4 个题目 , 

解释了  7.74%的总体方差。得分高说明面对问题时

有批判性应对方法, 得分低则代表缺乏对批判性思

维的运用。  

3.3 项目分析 
计算每个题目的得分及其与所属因素之间的相

关系数, 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合表  1 和  2 可以看出 , 每个题目的因素载荷

在  0.4~0.75 之间, 每个题目和所属因素的相关系数

在  0.5~0.7 之间, 题目的平均分在 2.8~5.6 之间, 标

准差在  1.2~1.6 之间。这些指标表明 , 问卷每个题

目能满足测量的要求。为了使每个题目具有较高的

区分效度, 我们把被试在每个题目上的得分划分成

高分组和低分组(各占  50％), T 检验结果证明了对区

分度的考虑, 每个题目上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差异显

著, 均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 

4 验证性因素分析 
4.1 被试 

以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生为被试, 通过问

卷星发放批判性思维量表, 回收问卷  168 份。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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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批判性思维量表因素载荷 
Table 1  Factor load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scale 

题号 题目 
因素 

F1 (技能) F2 (开放) F3 (运用) 

Q20 做事情之前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0.723 

Q16 我喜欢按照一定的步骤去解决问题。 0.618 

Q18 我做决策时经常考虑父母长辈的意见。 0.594 

Q21 面对问题时我会根据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决定。 0.525 

Q13 我能够区分生活中哪些事情对我当前是重要的。 0.513 

Q15 除了与课程有关的阅读外, 我也会阅读很多课外的东西。 0.470 

Q6 我会仔细考虑“存在必有其合理性”这句话的可靠性。 0.420 

Q17 我可以与拥有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 0.404 

Q22 我不能容忍别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想法。 0.690 

Q23 中途改变自己的主意是很丢脸的事情。 0.661 

Q1 做事时除了运用当前的方法, 我不会再考虑其他方法。 0.630 

Q3 与别人产生意见分歧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交流。 0.562 

Q10 面对复杂问题时我常常无从下手。 0.490 

Q5 我经常与别人分享我对事物的看法。 
 

0.750 

Q14 看到一个新产品的说明书复杂难懂时我倾向于实际操作作。 0.556 

Q4 我解决问题时经常会有替代方案。 0.543 

Q7 同龄人遇到难以决断的问题时喜欢找我商量。 0.534 

特征值 3.705 1.618 1.315 

方差贡献率/% 21.794 9.518 7.737 

累计方差贡献率/% 21.794 31.312 39.049 

注: ** p <0.01, 下同。 

表 2  对量表题目的项目分析 
Table 2  Results of item analysis 

所属因素 题号 平均得分 标准差 与所属因素的相关系数

F2 Q1 3.086 1.5639 0.604** 

F2 Q3 4.094 1.5658 0.587** 

F3 Q4 4.444 1.4051 0.681** 

F3 Q5 4.889 1.4060 0.694** 

F1 Q6 5.559 1.4553 0.553** 

F3 Q7 4.496 1.2856 0.620** 

F2 Q10 3.671 1.3073 0.540** 

F1 Q13 5.421 1.4063 0.611** 

F3 Q14 5.285 1.4020 0.630** 

F1 Q15 4.774 1.4177 0.586** 

F1 Q16 5.061 1.3276 0.559** 

F1 Q17 5.072 1.3970 0.591** 

F1 Q18 5.699 1.2331 0.571** 

F1 Q20 5.083 1.2071 0.557** 

F1 Q21 5.374 1.1491 0.587** 

F2 Q22 2.864 1.5064 0.697** 

F2 Q23 3.473 1.5999 0.672** 

87 名 , 女生  81 名 ; 平均年龄  28.59 岁 (SD = 9.11)。

完成问卷的成人教育学院学生自愿参加, 每人获得

10 元被试费。 

4.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批判性思维的三维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 , 显示自由度为  116, χ2= 172.31 (p < 0.01), χ2/df = 

1.49, RMSEA = 0.054, CFI = 0.94, AGFI = 0.86, 模型

的拟合度基本上在可接受范围内。图  1 为验证性因

素分析的模型。 

5 信度与效度分析 
5.1 被试 

以大学生和成人学生为对象, 通过问卷星发放

问卷 , 共回收  586 份有效问卷。其中 , 男生  140 名 , 

女生  446 名; 平均年龄  19.86 岁(SD = 2.10)。 

5.2 测量工具 
批判性思维量表 本研究得到的批判性思维量

表, 包括  17 个题目, 3 个维度。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

计分,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计为  1~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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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批判性思维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Fig.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scale 

整体性思维量表 由侯玉波等[33]编制, 包括  17 

个条目, 3 个维度分别为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

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计分,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

同意”, 计为  1~7 分。联系性、矛盾性和变化性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  α 分别为  0.78, 0.81 和  0.72。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性问卷  罗清旭

等[22]修订的 CCTDI-CV 包括 7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计分 ,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计为

1~7 分。样本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97。 

5.3 结果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 系数)和分半

信度作为问卷的信度指标(表  3)。总量表的  α 系数

为  0.89, 其中  3 个子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91, 0.77

和  0.77; 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82。 

通过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来验证该量表的

有效性。结构效度指测量结构得到的数据结构是否 

表 3  批判性思维量表的信度指标 
Table 3  Reliability index of critical thinking scale 

维度 Cronbach α 分半信度 

技能 0.91 0.90 

开放 0.77 0.82 

运用 0.77 0.78 

总量表 0.89 0.82 

 
 
与预期一致, 因素分析是判定内部结构效度的重要

工具。前面分别对本量表进行了探索性和验证性因

素分析, 结果验证了问卷符合批判性性思维的三因

素理论, 表明该构念内部结构效度良好。对量表三

维度之间和三维度与总分之间做相关性分析(表  4), 

维度之间以及维度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27~ 

0.83 之间, 为中高度相关, 说明各维度与总体概念

一致, 表明量表的  3 个维度与理论契合。 

校标关联效度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是将量表与

已有的较为可靠的测量工具进行比较, 验证量表效

度; 二是使用另一个相关概念的测量工具来验证效

度。本研究综合这两种方法, 选取  CCTDI 和整体性

思维量表进行分析。作为国内广泛使用的测量工

具, CCTDI 能较可靠地测量批判性思维。整体性思

维的理论框架来自  Peng 等 [34]关于中国人思维特性

的假设 , 整体思维量表从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

性  3 个方面衡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过寻找批判

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的内部联系, 为批判性思维量

表提供效标关联效度。本量表与  CCTDI 和整体性

思维量表的相关性如表  5 所示。 

个体的批判性分析技能与整体性思维中的联系

性和矛盾性显著正相关, 与变化性负相关; 个体的

开放性与整体性思维中的联系性和矛盾性显著负相

关, 与变化性正相关; 运用批判性与联系性和矛盾

性正相关, 与变化性负相关。此外, 除运用批判性

外, 批判性思维的另外两个维度及总分均与  CCTDI  

表 4  批判性思维量表的内部关联性 
Table 4  Internal correl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cale 

维度 技能 开放 运用 总分 

技能 1    

开放 ‒0.274*** 1   

运用 0.582*** ‒0.357*** 1  

总分 0.825*** ‒0.739*** 0.737*** 1 

注: ***p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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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批判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各维度及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性的相关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dimens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holistic thinking and the tendency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california 

维度 联系性 变化性 矛盾性 CCTDI 

技能 0.744*** −0.627*** 0.613*** 0.189*** 

开放 −0.296*** 0.480*** −0.432*** 0.452*** 

运用 0.437*** −0.453*** 0.403*** 0.047 

总分 0.662*** −0.694*** 0.650*** 0.113** 

 
 
显著相关 , 说明我们的工具与  CCTDI 有密切的关

系, 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6 讨论 

本研究验证了中国人批判性思维的三维结构模

型, 并编制了批判性思维量表, 为以后的研究提供

了有效的测量工具。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外来的概

念, 尽管在教育和生活实践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 但不同研究者对这一概念的内涵理解并不

一致。本研究以  Byrnes 等[8]提出的整合批判性思维

理论为基础 , 首先通过开放性访谈收集原始素材 , 

随后经过专家评审得到批判性思维的初始问卷。然

后,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构建中国人批判性思维的

三维结构, 并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进一步确认这一结

构的合理性。我们编制的中国人批判性思维量表不

仅每个项目都符合测量学指标, 而且内部一致性和

分半信度也都满足测量学指标。在效度检验中, 该

量表与  CCTDI 和整体思维量表的显著关联性, 从不

同的侧面为其提供了效标关联效度。我们发现, 越

是倾向于以联系的、不变的、矛盾的视角看待问题

的个体, 越倾向于理性地收集信息并客观地分析周

围的环境。越是倾向于以独立、统一和变化的视角

看待问题的个体, 越难以开放的态度对待问题。越

是倾向于以联系、不变和矛盾的视角看待问题的个

体, 越倾向于使用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这些结果

不仅说明我们编制的测量工具有效 , 更重要的是 , 

通过这一完整的构建过程, 证明中国人对批判性思

维的理解与西方人具有一致性。 

近一个世纪以来, 学术界存在一种贬低中国文

化的思潮。费正清 [35]提出的近代化理论把儒家思

想追求的和谐与社会发展所需的冲突对立起来, 认

为这种和谐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格, 所以使得社

会进步没有人才支撑。马克斯韦伯 [36]在《儒教与

道教》中认为中国的儒教缺乏自然与人、伦理与人

性、责任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状态, 因此无法促使人

用内在力量超越传统, 超越不了传统, 就无法变革

和创新。Triandis 等 [37]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研

究也坚持同样的思路, 把西方文明的发展看成个人

主义成长的结果。到  20 世纪  90 年代 , Nisbett 等 [38]

更是从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的视角来分析文化对人

的影响。在他们看来, 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

的辨证思维更有利于科学 [39]。这些观点使得许多

人误以为中国人比西方人少一些有利于创新的特

质。尤其在最近几年, 随着人们对中国教育的反省, 

有些人把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缺乏视为我们教育的短

板, 并据此贬低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本研究构建

的中国人批判性思维反驳了这些指责, 表明中国人

和西方人一样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40]。研究发

现, 中国人批判性思维与创新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

关系, 而是通过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来实现[41]。也

就是说, 中国人创新不足与中国人的信心有很大的

关系, 与西方交流中丧失自信, 一切以西方人的标

准为参照才是我们处于劣势的原因。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批判性思

维作为一个新引入的概念, 存在许多争论。有学者

认为批判性思维的叫法在中国不合适, 应该叫做审

辩式思维, 因为批判是一个敏感的词汇, 不是一个

中性词[42]。我们采用批判性思维的名称, 主要是为

了与英文对应, 便于学术交流。这种名称是否与中

国人的观念契合, 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次, 本研究

的对象以  20~30 岁的年轻学生为主, 缺乏对  30 岁以

上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研究, 使得我们无法看到不同

年龄阶段的人的批判性思维特点。最后, 本研究对

批判性思维结构的构建只是一种初步的探讨, 所编

制的工具必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对批判性思维作用的重视, 我们不但要在

东西方对比中认识批判性思维的差异, 而且要认真

分析批判性思维如何通过文化、社会和个人因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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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中国人的创新和创造能力。因此, 未来的研究

需要探讨中国人的自我概念、思维方式等因素与批

判性思维的关系, 以及批判性思维通过什么样的机

制影响中国人的创新观念与创新行为, 并在实践中

总结提升批判性思维的方法。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加

深我们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 而且对培养中国人批

判性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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